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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铁器时代中西方文明的
差异化发展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Ir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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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 1000 年世界各地逐渐进入传统铁器时代。当时，中华文明已有约 2000 年的发展历

史，并借助发达的铜器技术以及“融合”和“统一”的特征而逐渐走向强盛。其时，西方文明则出现仅

约千年，随后借助领先于周边地区的制铁技术以及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而强盛起来，进而建立起

基于对奴隶盘剥的强大奴隶社会。中西方文明的这些早期历史特征在传统铁器时代得以不断延续。

在中华文明众多的早期思想学派中儒学得以脱颖而出并不断完善，成为持续两千多年社会稳定的主

流意识；但其僵化、守旧的消极作用却阻碍了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融合特征也使其

主体民族并未实施过对异族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推行对异族盘剥而非融合的早期西方文明难以

长期维持覆盖全欧洲的庞大统治，致使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在随后上千年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

文明成为了西方众多王国核心思想意识的基础。基督教主张平等、博爱，但这种理念并不能跨越文

明圈，因而西方继续以对外扩张和征服的形式表现出对文明圈外异族的歧视。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

极为僵化、腐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而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冲击下逐渐呈现衰落

趋势。随后西方社会的政体改革、科技创新、海外扩张等行为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西方文明的

对外扩张、征服特征还导致了西方社会对待文明圈内外事物的双重标准，以致历史上经常发生大规

模的种族灭绝行为。事实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早年西方借助扩张和盘剥而强盛的国际环境，无

视西方价值观的双重标准,表面化地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已无法再现西方的辉煌。

 

 

初入铁器时代的中西方文明

历史文献记载，西亚的赫梯人在约公元前 16 世

纪最先发明了块炼铁技术，并制成了铁质兵器[1]。随

后，冶铁技术逐渐向西扩散，经希腊 (图 1(a))、意大

利传向欧洲。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用人工冶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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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铁器是在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发掘到的约公元

前 1400 年经人工冶铁制作的铁条和铁块 (图 1(b))[2]。

由于人类比较容易在驻地附近地区获得铁矿石[1]，只

要发展出适当的高温技术就可以不断地生产各种铁

器。随着铁器使用的逐渐普及，人类进入了铁器时

代。一般来说，自约公元前 1000 年至工业革命前

18 世纪初期的两千多年时间阶段可认作是人类的传

统铁器时代，在此之后则称为钢铁时代。

 
 

(a) (b)

图 1　中西方早期铁器：(a) 约公元前 1200 年希腊迈锡尼地区铁刀
[1]
；(b) 约公元前 1400 年中国甘肃临潭磨沟遗址铁块

[2]

 

随着冶铁、制铁技术的成熟及铁器使用的普

及，中西方均步入了传统铁器时代。铁器广泛地在

农具、建房和木器加工工具、兵器等各个方面得到

越来越多的应用 (图 2)[1]。然而，中西方的铁器技术

水平和推广应用在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却存在显著差异。

 
 

(a) (b)

图 2　传统铁器时代早期中西方的铁质工具
[1]
：(a) 约公元前 600 年希腊铁剪；(b) 约公元前 540 年中国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铁铲

 

自约公元前 3000 年逐渐进入繁荣铜器时代的中

国萌生出中华文明，并呈现出追求融合的文明特

征[3-4]。至东周晚期，中国铁器已广泛地应用于农业

生产。铁器虽然比铜器具有显著的性能优势，但过

于成熟的制铜技术和过于强大的铜器产量使得当时

各诸侯国的军队装备了大量的铜兵器，秦始皇也主

要是借助铜兵器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1]。自此

以后随着中华文明的率先崛起[5]，追求统一以消除文

明圈内纷争战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6]。约公

元前 1200 年古希腊的先民侵入迈锡尼地区并毁灭了

迈锡尼文明[4]，自此开启了古希腊乃至延续至今的西

方文明。相对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欠发达的铜器

时代，使得早期西方文明呈现出更倾向于对外扩张

和征服的文明特征[1,4,7]。随后，冶铁技术从西亚传入

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区，并以比西亚地区更快的速度

发展成熟。自此，古希腊、古罗马凭借领先的冶铁

制铁技术频繁对外发动扩张战争，大规模地占领土

地并夺得了大量财富和奴隶[5,8]；其间西方文明对外

扩张掠夺以获取盘剥利益的特征得以不断增强[4]。早

期中国展示出发达而领先世界的铜器制造技术，而

西方早期则表现为相对于周边地区发达而先进的铁

器制造技术，因而促成了中西方文明的早期特征和

差异。这对中西方文明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周至宋元的中华文明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 [3,9]；

而其井田制虽然采用了具有等级差异和剥削特性的

土地使用权制度，但大体确保了耕者有其田，避免

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10]。其间，中国夏商周时期虽

然存在少许奴隶，但在以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原地

区并没有形成奴隶社会[3]；因此当时中国社会也没有

在精神寄托和抚慰方面产生巨大的需求，也未能形

成遍布全国的统一宗教[1]。秦统一中国后，普通平民

之间大体平等，都属于融合的华夏民族[11]。随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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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政权剪除了所有割据的地方权力，平定了边

患，借助张骞疏通了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构成了以

朝代称呼命名的主体汉族[9] 并大量融合周边的部族

而扩大了版图；由此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

族，并稳固了中华文明追求国家统一的特征[3]。至蒙

古人建立元朝统治后，蒙古、西藏地区也归入了中

国的版图。经历了大禹治水至西周的一次融合高潮

后[3]，南北朝以及自南宋多国并列至元统一，中华民

族又分别经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融合高潮[12]。中华

文明的融合特点使其发展过程中更多关注足够广阔

的文明圈内的治理，追求统一、富足、稳定，而较

少觊觎文明圈以外的领域[1]。

基于周王朝所建立嫡、庶有序的宗法制[3]，中央

集权、皇权至上的制度确保了皇帝一人掌握了全部

权力，因而也带来了先天的缺陷。首先，一切接近

皇权的人和势力都会觊觎、进而掌控皇权，因此中

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着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宦官乱

政、权臣专制等多种形式的皇权旁落，甚至还导致

了朝代的灭亡。其次，当皇权至上与嫡长子继承发

生冲突时，后者会让位于前者，由此引发了频繁的

储位之争或宫廷政变。再有，在皇权可指定继承人

的情况下，则常会出现或故意制造嫡长子 (或被指定

人) 年少无知，无法亲政，以致皇权旁落。中国统一

后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需要具有非凡的能力才能治

理好，而血亲继承制无法保证继位的成年皇帝一定

具有治理能力。他们或昏庸无能、或性情柔弱、或

玩乐无度、或另有所好、或懈怠懒政等，这都会导

致国政混乱或皇权旁落。掌握旁落皇权者往往重谋

私利而无治国理念。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在皇位更迭

过程中频繁发生乱政现象，涉及数十起后宫、宦

官、权臣、外戚导致的皇权旁落，以及因皇帝施政

不当或懒政造成的混乱和朝代灭亡的情况。其中频

繁出现故意安排无亲政能力的年少皇帝继位而造成

皇权旁落。由此说明，中央集权、皇权至上的制度

中确实蕴藏着不稳定性。

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3 世纪东周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探索世界观和相关社会规则

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东周春秋战国时期诸

侯国因利益冲突相互征战不止，频发争霸战争。当

时以儒家思想著称的孔子和孟子虽然认可人们对利

益的追求，但主张这种追求应该置于道德规范的约

束之下。同时孔孟还主张应淡薄利益诉求，任何对

“利”的追求都应遵从于“义”，即其行为应在特定政治

伦理，或称“礼”的约束之下[13-15]。孔孟及其儒家学派

在道德、伦理、哲学、教育、个人修为、社会关

系、政治理念等一系列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对中国社会及思想理念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治理观念呈现了显著的“德治”特征。中国的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征战讨伐经常会导致一些

强国吞并了与之对抗的弱国，使弱国灭亡。鉴于这

种激烈竞争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局面，各国君主都努

力寻找或培养能够帮助他们富国图强的贤能人才。

当时著名的“稷下学宫”为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包

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墨

家、方技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多种持不同理念的

学者[16]。许多稷下学者自由地于各诸侯国之间奔波

游走，被各国国君所聘用。其中，墨家主张“平
等”、“博爱”，以“互利”引导人的逐利本性[17]；道家

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不要过度干预，因而推崇“自
然”、“无为”、“自由”等理念[18]；阴阳家以五行为变

量建立了观察世界、探索客观规律的辩证思维体

系[19]；这些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然而在

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广泛认可并在强国策

略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是秉持法家思想的大批政治

家。法家秉持以“平等”、“公正”、“诚信”为基础借助

“法治”而追求“富强”[20]。战国时期秦孝公重用法家的

商鞅，主持国家变法图强，致使秦国迅速强大，为

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由此可见，

“法治”是春秋战国时期主导性的治国理念。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

体之后，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

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开始

以儒学思想体系治理国家[21]。至宋明时期儒学被进

一步细化和完善为“程朱理学”[22]，一切社会精英和

政府官员都要熟读“四书”、“五经”，必须掌握和接受

儒学的意识形态。儒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文明建立并

完善了伦理、道德、思想、社会秩序、乃至政治构

架等多方面综合系统，其“仁”、“义”、“礼”等观念也

一定程度地发挥了西方文明中宗教所起的教化作

用，对促进文化发展、稳定中国社会发挥了关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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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文明融合、统一的特征。

儒学的治理理念，对社会底层的强制约束力很大，

而对社会顶层的约束性约束力则很弱，这非常有利

于中央集权、皇权专制下的政府治理。同时，儒学

思想着眼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阶层差异，因而呈

现出内敛、守旧、僵化、固步自封等特征，严重抑

制了社会的开拓创新和外延发展。

儒学对人性逐利的倾向以堵塞为主实施教化，

导致那些饱受儒学熏陶、身居高位、较少受到儒学

理念强制约束的官僚往往呈现出虚伪的特性，集中

表现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佞臣贪官身上。北宋

蔡京、南宋秦桧、明朝严嵩等各个熟读儒学经典和

四书五经，满腹经纶，均二十几岁中进士，官拜宰

相。他们纵容引诱宋徽宗玩乐、曲意迎合宋高宗、

取悦讨好嘉靖帝，从而获得帝王庇护，得以长期独

断专横、败坏朝政、贪污敛财。清朝的和珅也熟读

四书五经，历任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理藩院尚

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要职，善于揣度和迎合乾隆帝

心意，并赢得皇帝欢心，任内贪污受贿、巧取豪

夺、富可敌国。蔡京、秦桧、严嵩、和珅，个个聪

明伶俐，深谙儒学经典和皇权专制下的为官之道。

儒学要求臣民忠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只要作好迎合

与蒙蔽的功课，亦可借得皇帝的至高权力，在饱学

儒士外壳的遮挡下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逐利的欲

念。这种行为虽为儒学所反对，但儒学支撑的皇权

制度却无法阻止。儒学制度同样无法阻止中国历史

上后宫、外戚、权臣、宦官等篡夺皇权而腐败、乱

政的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华文明鲜明的融合特

征[3]，自西周以来在中国历史上的致力于统一的主干

民族虽经常需要抵御外来民族的侵扰和杀戮，但从

未出现过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外族大规模种族灭绝的

行为。具有强大军力的郑和船队在 15 世纪初的下西

洋过程中对沿岸国家和人民始终是友善相待、公平

贸易，从未有过征服、掠夺、屠杀、奴役等行为[23]。

诸如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建立清朝的满族等少数民

族，一旦融入中华民族，其原有的种族灭绝行为即

会逐渐消失。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表

明，社会内部的对立主要基于阶层间的矛盾，明显

有别于西方社会。 

古希腊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

古希腊、古罗马借助其在欧洲领先的铁兵器优

势征服了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奴隶社会[5]。在

掠夺财富以及捕获和贩卖奴隶获利之外，随着统治

领域的扩大罗马还广泛地以行省制度治理被征服地

区，借以支撑不断扩张和频繁战争所需的财税和赋

役负担。至征服版图鼎盛时期行省数目达到五十几

个，后期甚至划分成上百个行省[24]。罗马在各行省

驻扎军队，并委派总督统治以每年收取大量的赋

税，征调大量徭役[25]。罗马帝国时期，非人的奴隶

制度和残暴统治遭到了奴隶们的反抗，但奴隶们频

繁的暴动和起义都遭到了残酷镇压。反抗无望的大

量奴隶只能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这为基督教作为

统一的宗教在欧洲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随

后，基督教的教徒成分变得多元化，且扩展到上层

和富裕阶层。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帝国疆

域很快分裂成多个不同的国家，但统一的基督教以

跨越国家疆界的形式保留了下来，成为西方文明重

要的组成部分[1]。

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4 世纪欧洲古希腊时期出现

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思想家、

哲学家、教育家。古希腊的社会尚以奴隶制经济为

主，城邦间掠夺征伐战争不断，公民及城邦利益的

扩大化是主流社会的基本诉求。古希腊的思想家认

为，国家利益比公民个人平等更为重要，理想的治

国手段是道德教化 [26]，即应该以正义、公道、中

庸、善、幸福等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等“德治”准则

作为治理国家的思想[27]。苏格拉底向希腊社会提出

了合理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希望人们辨别善恶、主

张正义、能奉献社会[13]。柏拉图向人们展示了物质

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希望人们具备良好的品德，

处事公平，与人为善[14]。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理性的

重要，在道德社会里还要遵循民主与法治等原则[15]。

可见他们虽然认为追求利益要符合道德和法规约

束，且不可过度片面追求以及损人利己地追求，但

所追求的利益是指其文明圈里包括获取奴隶在内的

利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

思想成为了欧洲哲学发展的基础。可以发现，西方

早期思想对其文明圈内、外，即公民与奴隶事物的

金属与文明
Metal World

4 2022年第 1期



观察已呈现出了双重标准的特征。公元前 445 年古

罗马通过平民可与贵族通婚、可平等选举官员的法

案，公元前 287 年通过承认平民议会议案可成为正

式法律的法案等，以协调贵族和平民的关系[27]。由

此，古罗马主要治理特征由“德治”逐渐向“法治”
演变[26]。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 5 世纪至 15 世纪的约

一千年是西欧的“中世纪”。此时王族、贵族、平民

等一切社会成员基本都信奉基督教。基督教会具有

管理一切的权威，《圣经》是国家统治的理论基础

和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上帝是一切权威的最初来

源。自此，国家治理就从罗马时期的“法治”转为中

世纪的“神治”[26]。基督教的各级教士处于思想文化

领域的垄断地位，基督教的神学至高无上，除此之

外再不允许存在其他的政治理念。神学包含了诸如

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等一切科学，

也垄断了教育和所有学术研究。诸如国家、政体、

主权、法律、服从、义务等一切政治概念都只能在

神学体系内探讨。由此可见，尽管西欧出现了众多

政权，基督教会是保持西方文明整体性和体制化的

核心力量。维持教会的运作不可避免地需要获得足

够的财政支撑。各地教会和主教们作为世俗社会中

强大的地方势力占有大量土地，且可向信徒收税或

借助各种宗教活动收取钱财。到 6 世纪，欧洲教会

规定每个教徒有义务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即教徒需

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纳给教会 [28]。基于全民信教，

教会可借助什一税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教会所积

累的地产以及所实施的司法裁判也为教会提供了稳

定的收入。教会的这些收入以及教会具有收取税费

的权力逐渐成了其腐败和贪婪的温床[29]。为了获取

额外钱财，自 14 世纪起历任教皇都曾大量印制各种

赎罪券并沿街叫卖，称教徒购买赎罪券后其所犯罪

过可以得到赦免、死后灵魂可升天堂；甚至制定了

“赎罪券价目表”，8 个金币可赦免杀人罪、6 个金币

可赦免通奸罪等。1517 年教皇利奥十世大量发行赎

罪券以筹款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同时还将 39 个红衣

主教的职位出售[30]。可见，红衣主教是一个值得花

钱购买并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职位，由此导致教会

职务成了获取财富的途径。教会世俗化引发的这些

腐化、堕落行为严重地冲击了教会的神圣形象。教

权与王权共存的局面必然导致二者的矛盾。1075 年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主张教权高于王权，教皇和教会

应掌握主教叙任权、立法权、司法权等众多世俗权

力，甚至有权力废黜世俗皇权和王权[26]；由此发生

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的争斗

和互相废黜[31]。频繁出现的教权与王权的矛盾，造

成教权成为制约王权的重要力量[1]。

在基督教文明中平等与博爱是非常重要的宗教

理念，也是基督教成立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因此基督教基于对上帝选民平等与博爱的理念，确

立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原

则也同时意味着非基督教族群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平

等地位，而且还会成为西方社会继续获取盘剥利益

的征服对象[6]。这类征服往往表现为掠夺、奴役、欺

骗、威胁、恐吓、榨取、勒索、盘剥、侵占、驱

赶、虐杀、种族灭绝等行为。可见古希腊早期文明

思想中双重标准特征得到了延续。为实现征服目

的，西方社会往往会追求跨越文明范围或跨越控制

领域的霸权。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基督教停

止一切内部冲突，把矛头指向穆斯林，鼓动欧洲各

地的基督徒组成十字军东征，并保证说：“参与圣

战，你们必将清洗你们的罪，必将沐浴天国神圣的

光辉。”基督徒们不再需要为所犯罪过忏悔，并被要

求通过展现武艺来得到救赎[6]。这种狂热的鼓动表明

当时的基督教并没有把其他宗教的教徒看作是需要

平等对待的族群，基督教的一切文明理性原则对于

异教徒都失去约束[32]。1099 年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攻

克耶路撒冷，并展开了残酷的劫掠和屠杀。历史上

曾多次出现这种残暴的十字军行为。

中世纪欧洲宗教神学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时

期，天主教的教义成为了人们惟一可以接受的指导

思想，任何学说理念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其他理

念一概都被视为异教邪说。当时的科学教育往往是

为了解释、论证和美化基督教神学。因涉嫌违反教

义 1210 年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遭到教

会禁止，尽管亚里士多德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历史

人物[33]。在利益驱动下古希腊、古罗马成功的扩张

征服行为也造就了西方文明中开拓、创新、积极探

索未知世界的特性，并推动了欧洲在科学技术上的

活跃发展。然而，这些探索往往会突破教会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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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源于宗教的理念，强烈冲击教会的权威地

位，因此遭到了教会强烈的压制和惩处。波兰天文

学家哥白尼研究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提出“日
心说”并在去世前的 1540 年出书《天体运行论》加

以阐述。此说违背教义，但哥白尼很快去世，天主

教未来得及处罚。意大利天主教学者布鲁诺不仅出

版著作支持哥白尼的观点而且进一步阐述说太阳也

不是宇宙的中心，因而于 1600 年被天主教判处火

刑，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意大利教授伽利略也

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 1633 年被判处终身监

禁[34]。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 1553 年秘密出版了《基

督教的复兴》一书，因阐述了与天主教所持教义不

同的人体血液流通理论而被判处火刑，并于当年被

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柱；同期有类似叛逆行为的英

国医生哈维因其国王御医的身份才逃过处罚[33]。人

们一方面看到教会的专制、腐朽，同时又必须禁锢

在教会允许的思想理念之内，漫无边际地自我检讨

和救赎。

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出现了各种日耳曼人族群组

建的独立国家。新国王们向帮助他们登上王位的臣

属分发土地进而建立了附庸采邑制，并以所收取的

农业税作为主要的财政资源[35]。封地获得者成为了

各王国内不同层次的贵族，他们必须对分封土地的

君主负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提供兵役力量和

赋税等[36]。在附庸采邑制的执行过程中奴隶数量不

断减少，奴隶制也逐渐走向灭亡。王国内的大贵族

们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甚至王位由谁及如何来世

袭继承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影响[31]；因此王权往往会

受到大贵族的很大制约。中世纪初期的附庸采邑契

约使得欧洲各个王国类似于松散连接的共同体，这

只适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当生产力发展

而商品经济兴起并要求广阔市场、国家发展呼唤强

势王权、与他国竞争需要具备高强度战争能力时，

附庸采邑制就变得无法适应。随着西欧各国间的战

争规模不断扩大，带有传统民主色彩的松散君主制

就逐渐转变为专制的君主制。国王的军队从征集附

庸们的协助和帮从转为国王直接统帅、且直接效忠

于国王的常备军；同时国家经济转为统一的市场经

济，政治权利也转向国王的中央集权。自 14 世纪开

始，王国内的中央集权逐渐成为西欧政权演变的普

遍趋势[26]。1438 年和 1532 年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和英

国国王亨利八世分别颁布国务诏书，宣布脱离罗马

教会，确立本国宗教的独立地位，加强王权。西班

牙则以与罗马教廷结成牢固同盟的形式加强了王

权。16 世纪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已经具备了王权

专制的政治形态，到中世纪末期教权衰落而王权有

所加强[26]。

古希腊亚历山大东征时不仅掠夺财富和奴隶，

而且也大肆屠杀敢于抵抗的居民；古罗马时四处征

伐的军队更是随处洗劫城市并屠杀居民[11]。中世纪

时期基督教鼓动了十几次主要针对穆斯林地区的十

字军东征，在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都实施了灭绝

性屠杀[32]；但在此期间鲜有底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大

规模起义抗争。自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起，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动海外殖民扩张，不仅使

得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遭受了灭顶之灾[23]，而且

也使得非洲和亚洲广大地区的居民遭受了巨大的苦

难[5-6]。由此可见，在西方文明历史中种族灭绝是一

种持续的常见行为，西方社会中呈现的往往是强势

族群与被征服族群之间更为突出的矛盾。 

突破中世纪羁绊与孕育工业革命

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的君主制国家后，在基

督教的覆盖下欧洲进入了约千年的中世纪时代。其

间，获封土地的贵族掌握了很大权利，国王需向贵

族收取税赋和徭役，造成了国王对贵族的依赖。因

而，欧洲呈现着基督教权、众多王权和各国贵族权

并存且互相制约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在

欧洲独断专行。然而，基督教毕竟是一个跨越国界

而覆盖欧洲的势力，由于全民信教，教会在意识形

态方面始终发挥着主导人们思想的作用。16 世纪，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等因探索、发

布或认可了与天主教教义不符的科学知识，而遭到

了教会的严厉处罚 [34]。同时，教会却借助各种税

收、销售“赎罪卷”、出售红衣主教职位等方式大肆

敛财 [30]。到中世纪晚期，教会越来越专制、贪婪、

腐败，同时人们又必须禁锢在教会允许的思想理念

之内，个性和自由长期受到极大的压制，这种状况

与西方文明的探索、开拓、创新等传统格格不入。

自 15 世纪，意大利率先尝试重新发掘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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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文化艺术，推动与天主教经文有所差异的

思想文化的发展。在美丽艺术外衣的遮盖下，逐步

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巧妙地突破了天主教的藩篱，

因而得以借助开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来突破中世纪

的羁绊。之后的数百年间，文艺复兴成为了整个欧

洲不可阻挡的潮流，极大地推进了尊重人性和个性

自由的理念，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

放[34]，冲击了当时天主教所坚持的专制而腐朽的观

念和制度。14 世纪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强烈反

对教会的敛财和腐败行为，并提出“神恩统治论”，
认为人与神的沟通并不需要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作

用[37]。1517 年当教皇宣布大量发行赎罪券时，遭到

德意志帝国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强烈的指责[29]。教

皇无法直接控制威克里夫所在的英国和路德所在的

德意志帝国，其对威克里夫和路德的处罚措施也无

法实施。马丁·路德的立场逐渐得到广泛接受，德意

志帝国广大地区开始改革教会，所组建的新教教派

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了以新教运动为特

征的宗教改革。1529 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因离婚

问题与教皇闹翻，遂指使国会宣布英国脱离罗马教

廷，并废除赎罪、朝圣等活动，其改革的内容与欧

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没有太大差异[29]。这些宗教改革

行为努力摆脱天主教专制管制、摒除了多种原有弊

端、减轻了教徒的负担、解开了思想束缚，为欧洲

后续的跨越式发展扫除了宗教理念和精神上的障

碍。英国的洛克以财产私有为核心于 1689 年出版著

作《政府论》，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观点和理论 [38]。

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分别于 1748 年和 1755 年发

表著作《法的精神》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

础》；卢梭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类的天赋人权，孟

德斯鸠则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即是将国家权力

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将三种权力分别交

给国会、政府和法院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

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39]。由此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

蒙运动。英国的亚当 ·斯密于 1776 年出版《国富

论》，探讨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阶段经

济自由主义的必然性[40]。

中世纪各君主制国家中借助不同形式贵族会议

来体现贵族的权力，并影响各王国的重大决策，体

现出古罗马时期原有贵族民主传统的某种传承 [41]。

13 世纪初，贵族们基于强烈不满而迫使英王约翰一

世于 1215 年签署了“大宪章”，不仅增强了贵族的决

策权和影响力，而且还把国王置于贵族的监督之

下[29]。同一时期，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西班牙

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等也

分别于 1183 年、1188 年、1222 年承诺给予其贵族

和臣民更多的权力[29]。1295 年为顺利地从各阶层臣

民筹集额外税款，英王爱德华一世召集贵族、教

士、各郡骑士、各城市市民等方面代表约 400 余人

组成新议会开会，其中骑士、市民则由郡守主持的

选举产生[42]。这是欧洲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包括市民

阶层的议会。因臣民数量巨大，市民阶层只能选若

干代表参加，以“代议制”的形式表达市民意见。代

议制的出现、完善与成熟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

的关键环节[43]。1689 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法案》

限定了君主的职能和权力，由此英国开始实行君主

“立宪”制[29]。此时欧洲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有不

同形式的议会。在启蒙运动用科学批判神学、用人

权反对专制思想的推动下 1789 年法国制宪议会颁布

《人权宣言》，随即爆发法国大革命运动；经历了

多次反复地与王权激烈较量后，1870 年法国最终确

立了共和政体。因教派、国家、利益集团、族群之

间频繁的战争和由此造成的动荡和损伤，以及因西

方文明传承而导致的民族、文化、宗教、利益诉求

等多方面的差异，各国因而逐渐认识到在欧洲很难

形成一方独大的国家形态[29]。

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至高无上，神学包含了诸

如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等一切科

学。为了培养教会和世俗社会所需的各方面人才，

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大学，如 11 世纪中

期在意大利南部成立的以医学为主要特征的萨莱诺

大学和在意大利北部成立的以法学为主要特征的博

洛尼大学，分别于 1168 年和 1209 年在英国建立的

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13 世纪中期在法国获得大学

身份的巴黎大学，分别于 1358 年和 1388 年在德国

建立的海德堡大学和科隆大学等等[44]。这些大学往

往主张学术自由并尽力与教会的干扰周旋，推动了

知识的传播和世俗化；进而在数学、物理学、化

学、医学、天文学、地学、多种技术科学等各自然

科学的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大量创新性进展 [44]。例

金属与文明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7



如，剑桥大学的牛顿与 1687 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

数学原理”一书，从而建立了完美的经典力学理

论[45]。中世纪的这些科技进步及其对未知世界的不

断探索为西方引领世界的技术创新和随后爆发的工

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间，由哥伦布率先发

起的海外扩张活动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

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工业革命的发展攫取了

原料、市场和广大的发展空间[23]。

总之，欧洲各国此起彼伏地出现了难以制约的

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这种良

性竞争、互相促进方式逐步突破了基督教传统神学

思想的桎梏和各方面的藩篱。随后借助政体改革、

科技创新、海外扩张等造成了获取巨大利益的发展

空间，新技术发明者在利益驱动下通过一系列技术

发明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从而

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自此西方开始引领世界近代

历史的发展。

分析显示，文明思想中所存在的扩张、盘剥等

特征导致了西方社会针对文明圈内、外的双重价值

观[7]。同时，探索创新精神和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也导

致西方科技领先、经济发达、军事称霸、国家强

盛；进而得以继续维持其扩张、盘剥利益。工业革

命以来世界其他文明积极向西方学习，乃至向往西

方。学习和汲取西方先进思想是积极变革的行为，

但向往就难免导致盲目性。为维持在全世界的主导

地位，西方社会经常向其他文明和文化地区宣传和

推行其圈内价值观和相关社会制度，但刻意避免涉

及其圈外价值观和由此导致的价值双重标准[7]。那些

照搬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或在经济、军

事、政治诸方面受制于西方国家而不能完全独立，

或因无法对外扩张盘剥而显著改变了西方的理念即

首先以非西方的模式发展经济和科技，或始终不能

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地位，或难以实现西方社会那种

稳定的政治格局。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不受西方管控

而完全独立的非西方国家，能够借助照搬西方制度

而成功地发展出本质上与西方国家完全一致的社

会。因为这些国家未曾有过、且短时间内也很难完

全具备，西方社会基于其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积淀而

形成的扩张盘剥等各种特征的文明背景和相应的思

想文化传统[4-7]。目前，虽然西方在向其他地区宣传

和推行其制度和观念时屡遭失败，但世界上仍有一

些非传统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盲目地期待

借助照搬西方制度而快速实现经济、科技和军事等

诸方面的强大和族群的兴盛；并未清醒地认识到，

目前已经不再有历史上西方文明借助扩张盘剥而强

盛的那种国际社会环境[4-6]。另外也需警惕，尚残留

扩张盘剥利益诉求的某些西方国家会刻意利用这种

盲目照搬所附带产生的附庸效应达成自己难以单独

实现的利益目标。 

结束语

在传统铁器时代，中西方文明的早期特征得到

了延续和深入发展。自约公元前 3000 年借助发达的

铜器技术而兴盛的早期中华文明呈现了融合和统一

的特征，且未出现统一的宗教。春秋时期的诸子百

家建立了丰富的中华文明思想内涵，其中儒家的思

想体系更适合后续中央集权巨大国家的治理和统

治，在历史中不断充实，到南宋形成了更加完善且

细致入微的程朱理学，为中国社会构建了思想理念

和道德规范；但其因循守旧、排斥创新的倾向也制

约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间中华文明的对外关系

表现为以张骞通西域和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追求

与周边地区合作、交流、共命运、协调发展的策略。

萌生自约公元前 1200 年，随后借助先进而发达

的铁器技术而兴盛的早期西方文明建立了庞大的奴

隶制社会，并展现出扩张和盘剥的特征。这种特征

也培育了西方开拓、进取、创新的文明精神。自古

希腊时期起，西方的思想家就建立了平等、民主、

法治等社会理念和价值观，但这都以西方文明圈为

限，否认其文明圈以外族群的同等权利；因此，西

方文明的价值观同时展现出了对其文明圈内外双重

标准的特征。强大的奴隶制为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圈

的广泛蔓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罗马非融合性扩张

强权的终结导致了西方众多王权林立，难以形成统

一的政权，且教权、王权、贵族权长期互相制约、

争斗。上千年的中世纪时期欧洲以基督教文明圈为

界限、以歧视和盘剥非基督教世界为特征，延续了

西方对外扩张、盘剥的文明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

对外的十字军东征以及以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为代表

的海外殖民扩张。其间，宗教神学占据了思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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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地位，严重制约了思想的自由和科技的发

展，并造成了基督教的腐败和衰落。西方开拓、创

新等文明精神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思想启蒙、政体改革、科技创新、海外扩张，并为

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扩张征服

等特征也导致其历史上经常发生对异族的大规模种

族灭绝行为，且往往也以这种观念理解其他文明对

待异族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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